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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台湾共产党创建者详考

梁 g 奎

一

1928 年 4 月 15 日，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

界宣告成立。彭荣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并领导了
这次大会。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，然而
关于彭荣是谁的问题，至今仍是 “中共党史上
的一桩谜案”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在 2010 年之前，

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，即彭荣是彭湃说，彭

荣是瞿秋白说，悬疑说。①

2010年 6月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台湾史研
究所出版了两位俄罗斯中国学专家郭杰 ( К． М．

Тертицкий) 和白安娜 ( А． Э． Белогурова ) 合
著的 《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 ( 1924—
1932) 研究·档案》 ( 以345 《研究·档案P)

一书的中文版。书中对于彭荣是谁这个一直未
能解开的谜团，在第三章 “补充说明”部分提
供了一种新说法，即彭荣是任弼时说。文中说:
“有根据认为，中共代表任弼时监督了台共代表
大会的召开。”为此，著者引证了林木顺 ( 台共
创始人之$) 1928 年 11 月致共产国际的报告，

这一新解密的俄档文献中的史料。报告中说:
“在成立大会席上除了台湾代表以外，还有中共
中央派了任△△同志领导我们的大会。”又言:
“台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发生了逮捕事件，在
这样的局势下，他同任弼时、佐野学商讨了自
己的下一步行动。”② 为证实此说，郭、白在第
三章 “补充说明”的第 49 条，还进一步引证了
一些中文资料，就此作了简要考述。③

受上述新说的启发



议和成立大会; 二是指导对台共政治和组织大

纲进行评议与修改，同时指导起草了劳动运动、
农民运动、青年运动等决议草案; 三是为台共
成立大会亲自选定了会址，并在会上发表了

“训示性演讲”等。
在理清了台共创建的基本脉络与彭荣在其

间的活动身影和作用之后，再来看彭荣是谁的

问题，可以从台共成立后彭荣与日共领导人佐

野学、台共领导人林木顺的一次会晤入手，来
做进一步考察。关于这次会晤，林木顺在致共
产国际的报告中，不仅指出了会见发生在台共

成立后的逮捕事件，即 4 月 25 日日本警方在上
海逮捕了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及其他几个党员之

后，而且直接点明了是他同任弼时、佐野学共
同商讨新情势下台共的 “下一步行动”①。郭杰
和白安娜在 《研究·档案》一书中，征引简炯
仁在 《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》 ( 前 卫 出 版 社
1997 年 版 ) 一书中的资料，更是明确提出:
“1928 年 5 月，佐野学和彭荣在上海会面。会
见中，彭荣对他谈了建立台湾共产党的事情。”②

另外，卢修一在 《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
( 1928—1932 ) 》一书中，依据 “佐野学第八次
预审供述”③ 提出: “台共成立后，佐野学在上
海遇见一位中共中央委员。这位中央委员与几
位台湾人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或三月间，即对

台湾共党团体的组织问题有过数次讨论。”④ 而

据日本森正藏的研究，“佐野学在三·一五事件
前，逃出东京，三月十三日到了上海…… 图谋
恢复已被破坏的党的机关。正值是年五月发生
了济南事变，在事变前，他到莫斯科出席共产

国际的第六次大会”⑤。
从上述几则史料看，第一，三一五事件后，

由于日共指导台共建党工作的不可能，也因佐

野学的再次请求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

沟通后，始而指派彭荣负责这项工作。这就是
说，至少在 1928 年 3 月中旬彭荣就已开始指导
台共创建工作了。而这时，彭湃正在海陆丰一
带领导暴动工作。如 3 月 12 日和 22 日，彭湃
率领红 4 师和地方武装两次攻下惠来县城; 4 月
8 日，又率军撤出惠来县城并决定到潮阳、普
宁、惠宁一带去开辟革命根据地; 4 月中旬，

彭湃在大南山的林彰乡召开了潮、普、惠三县

干部会议，商讨建设大南山革命根据地问题;

会后又深入到华湖、和田等乡村开展宣传活
动。⑥ 而就彭荣在台共成立前后的表现看，客观

地讲，这些言行背后所需的前提和素质条件，

实不是长期在地方从事农民运动、大革命失败后
又在乡村组织农军暴动的彭湃所能兼及具备的。
彭荣是彭湃说，以谢雪红的自述最具代表

性。⑦ 不过，对于谢雪红回忆录的真实可靠性，

郭杰和白安娜在 《研究·档案》中已提出质疑。
认为谢的回忆既 “充满了独一无二的第一手资
料”，又 “吞吞吐吐、随口杜撰”， “不止一处
有意损害她的政治对手的声誉”⑧。
第二，台共成立后，彭荣与佐野学、林木

顺确有过一次会晤，时间应在 4 月 25 日日本警
方逮捕台共领导人谢雪红之后至 5 月初这段时
间。资料显示，瞿秋白 4 月 30 日即离沪赴莫斯
科，参加中共六大。⑨ 所以，瞿、佐之间不可能
有 4 月底 5 月初的这样一次会见。进一步说，
从 1928 年 2 月至 4 月底，当时中共面临的险峻
形势，临时中央政治局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，

都使瞿秋白不能不集中精力专注于处理中共党

内的重要事务，而不可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再

去指导台共建党工作。这也是临时中央政治局
指派任弼时担负这一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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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 271 页。



瞿秋白在台共成立前后的历史活动看，此间他

主持或参与的重要工作主要包括: 化解临时中

央政治局同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之间对于广

州起义认识上的纠纷; 频繁地召集召开临时中

央政治局会议; 讨论、起草多份中共中央通告，
为党的机关刊物 《布尔什维克》撰写时论文章;
调整改任广东、江苏、浙江省委领导人，给地
方省委写指示信; 给共产国际撰写汇报材料，

讨论参加莫斯科赤色职工大会的组成人选和代

表团，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通

过的 《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》; 等等。更重要
的是，3 月底，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共产
国际来电，确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以后，

作为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的瞿秋白不

得不把全部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中共六大的组

织筹备上。包括: 讨论决定参会名额及在党内
的分配，党内留守中央的组织安排，起草撰写

中共六大的政治报告等。全面总结了中国大革
命中的诸多政治问题、8 万多字的中共六大政
治报告，即写于 3 月底至 4 月 12 日这段日子。①

彭荣是瞿秋白说的另一疑点，是台共组党

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即林木顺、谢雪红和翁泽生，
三人都曾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的学生，而且台

共成立前后，三人与彭荣有过多次重要的接触，

应该留下深刻印象。可是，三人在当时及谢雪
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，均未说到彭荣是瞿秋白。
尤其被认为是瞿秋白 “最得意的门生”② 的翁

泽生，从郭、白在 《研究·档案》书后提供的
67 份俄档解密文件看，其中有 43 份是翁泽生当
时写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件。在这些集中写
于 1930 年前后的信件中，翁为说明当时台共党
内存在的问题，多次提及台共创建时的历史，

然而却只字未提或是透露出当年的中共代表彭

荣就是瞿秋白。另据史料记载，台共成立时，
“大会参加者纷纷向彭荣请教有关战术的诸问
题”③。可是在 1930 年 10 月，瞿秋白却向翁泽
生等人说到: “我们可以说，台湾还未建立一个
真正的政党。”现在，“有必要召开一次紧急会
议，来检讨第一次代表会议 ( 即创党大会) 所

决议的党纲领与战术，并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

纲领与战术。”④ 由此看，若彭荣是瞿秋白，则

意味着瞿这时完全否定了自己在两年前在指导

台共创建时所持的观点主张。这同瞿的政治风
格明显不符。

三

如前所述，认定彭荣是任弼时更合乎史实

与逻辑的一致。就是说，依照此说，借助相关
资料，我们即可以把任弼时在这一事件中的历

史活动，串连成一个整体。而认定彭荣是彭湃
或是瞿秋白，则显然并不能在史实上将其完整

地串连在一起。
首先，从任弼时当时在党内的任职变动看，

2 月 29 日和 3 月 5 日，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
委会曾两次讨论任弼时在党内的工作问题，瞿

秋白倾向于 “任弼时到中央机关工作”; 3 月 15

日，周恩来在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，

“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”，会议还决定，为维持
中共六大召开期间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，任不

出席六大。随之，任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
作。⑤ 4 月 2 日，任弼时在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
常委会上，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六大

的决定，会议同时还决定，由李维汉、任弼时、
邓小平留守国内，组成留守中央。⑥ 值得注意的

是，任弼时调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，恰是日共

领导人佐野学在三一五事件后，请求中共援助

及指导台共创建之时。同时，也正是林木顺、
谢雪红等人正在紧锣密鼓地协商起草劳动运动、
农民问题、青年运动等提纲议案的时候。可以
说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或

是瞿秋白的委托，开始接手指导台共创建工作。
这同佐野学在其 “预审供述”中的说法，即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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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这份报告的写作时间，从瞿秋白完成该报告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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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928 年二三月间，这位中央委员与几位台湾
人 “对台湾共党团体的组织问题有过数次讨
论”，时间上恰好相吻合。
其次，任弼时的身份特征、革命经历，与

其在台共成立前后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主张，

同彭荣在指导台共创建中的表现十分契合。就
彭荣在台共创建中的表现看，显然，并不是中

共党内任何一位中央委员都可以是彭荣。彭荣
的表现表明，此人应相当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

动的宏观环境及动向，共产国际的政策纲领及

政治运作方式，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及台湾共

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又都有一定联系。不仅如此，
此人还应相当熟悉中共历史的沿革及党内高层

的各种政治意见和政治倾向，熟悉在白色恐怖

下的上海如何秘密开展党的组织活动，而对于

如何组织开展青年运动尤有见长。否则，便不
能很好指导台湾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起草劳动

运动、农民运动、青年运动等决议提纲草案，
在台共成立大会上演说中共历史的沿革、批判
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、组织对台共的政治大纲
和组织大纲进行评议与修改，更谈不上为台共

成立大会亲自选定会址。
从任弼时的革命经历看，1924 年 8 月他从

莫斯科回到上海后，曾在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

授。台共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蔡孝乾回忆
当年他被调往苏区的情形时曾说，他在上海大

学读书时，曾经选修过任弼时的俄文课，所以

二人之间 “算是师生关系”。又说任 “知道”
他是台共领导人之一，他被调苏区 “无疑是与
任弼时有关”。蔡还特别提到，“一九二八年春
台共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时，任弼时担任共产

国际东方部的联络工作。”① 事实也是如此。
1925 年 1 月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
产主义青年团以后，遵照组织安排，任弼时的

工作中心逐渐从上海大学转到团中央，并于同

年 7 月任团中央总书记兼任组织部主任。② 1926

年 6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落脚上海后，任弼时
( g名布林斯基) 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青年运
动问题的 H·A·福京 ( g名季米烈夫)， “保
持着密切的联系”③。这也打下了任弼时在指导
台共创建过程中能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及日共

之间保持顺畅联系的基础。

在指导开展青年运动方面，任弼时在大革

命中就提出，注意 “于农村中”发展团组织，
“尤为重要”④。不久，他又提出使团的工作
“青年化”、“群众化”的口号。⑤ 而中共代表彭

荣在指导台共讨论 “青年运动提纲”时，也持
有类似的观点主张。1931 年初，翁泽生在写给
共产国际远东局 《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》中，
不无抱怨地说: “在 1928 年的台湾共产党成立
会议上，与会同志们讨论到青年运动及如何对

待 ‘无产青年会’的问题。原先的决定是要成
立共产青年团 ( C·Y) ，而让无产青年会继续
存在…… 但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后来在创党会议
中反对这种决定，并指出共青团是个群众组织，

‘无产青年会’不应该与共青团同时并存。结果
会议最后做出的决定是: 组织共青团，而让

‘无产青年会’消失。”翁接着又说: “创党会
议也同时决议要在工会与农民组合设立青年部，

希望吸取青年工人与农民参与斗争活动。”⑥ 再

如，翁在同年 2 月致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信中说:
台共创党大会时，“我们的同志当时不愿成立革
命的台湾总工会来与黄色工会战斗。他们想经
由组织统一战线的和平方法，来达成此一目地。
当时的远东局曾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

此事提醒台湾 ［共产］ 党中央委员会，可是台

湾 ［共产］ 党在机会主义领导下，根本没有落

实此一正确路线。”⑦ 从任弼时在台共成立后不

久写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可以看出，在对待 “黄
色工会”的问题上，任的主张与彭荣的态度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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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。由于这个原因，谢雪红和任
弼时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面。这也是后来谢在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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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书》第 3 卷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
354 页。
参见 《任弼时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
15—17 页。
参见《任弼时选集》，第 19 页。
《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 ( 1924—1932 ) 研
究·档案》，第 441—442 页。
《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 ( 1924—1932 ) 研
究·档案》，第 408 页。



相一致的。任弼时认为，“不管是有群众的黄色
工会或无群众的黄色工会，一概笼统地机械地

提出打倒的口号”，经验教训告诉我们，“这种
政策是错误的”①。另外，从任弼时在 1928 年 5

月初为中共六大准备的团中央报告中对 “党的
政策与反机会主义的经过”的叙述，以及他在
5 月 18 日为留守中央起草的 《白色恐怖下党组
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》的通告，也可以看出其
与彭荣在台共创建时的言行表现是相契合的。
最后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关于任弼时的化名

或笔名，一些文史资料版本仅提到他曾经使用

过“辟世”、“辟时”、“辟适”、“PS”、“史林”、
“布林斯基”、 “胡少甫”等，却漏掉了他还曾
使用过 “彭德生”这个化名。1929 年 11 月 17

日，也就是台共成立一年多后，当时任江苏省

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在上海被捕。据当

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档案资料，在一份印

有任弼时十指指纹、用中英文书写的判决书上，
姓名一栏填写的是 “彭德生”。② 《淮南子·本
经训》认为，“蠉飞蠕动，莫不仰德而生”;
“春肃秋荣，冬雷夏霜，皆贼气之所生”。从旧
时文人起名赋字的习惯看，任弼时、彭荣、彭
德生这三个姓名之间，是有内在联系的。
综上详考，可以认定任弼时就是彭荣。就

是说，任弼时指导了台共的创建。

( 本文作者 徐州D程]F思想)*理论
课‘研J‘a 徐州 221008)

( 责任编辑 i j)

① 《任弼时选集》，第 54 页。
② 参见章学新: 《任弼时传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4
年，第 201—202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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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上接第 119 页) 是独家的。”①

金大陆还曾经写了一部 《非常与正常: 上
海 “文革”时期的社会生活》。董先生在他文
章中提到的研究内蒙古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的吴
迪，就对金大陆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非常感兴趣。
《记忆》编辑部按语说: “文革研究一向集中在
政治史上面，而在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，研

究政治史寸步难行。金大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
切入，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，他撰写的

《非常与正常: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》一书
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。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
义，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。”②

显然，从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研究

“文化大革命”史，有利或便利条件确实很多，
意义也很大。其研究及成果也需要社会予以足
够的重视。在这篇文章中，董先生也正是这样
告诉我们的。他说: “从社会史、地方史视角切
入的相关研究，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

野，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，值得大力肯

定。”我想，各地、各部门、各系统的 “文化大
革命”史都搞起来，都搞好，如果北京的、上
海的、天津的、重庆的、中宣部的、文化部的、
农业部的、清华大学的、北京大学的 “文化大
革命”史，都能搞好的话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
搞出来的整个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能不更丰富、

更有血有肉吗? 当然，各地、各部门、各个系
统的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要想搞好的话，也有赖
于整个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在中央档案完全开放
的基础上搞出更好的版本。二者相互依赖，相
得益彰，合则双利，离则两伤。
不论做好宏观的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研究，

还是做好微观的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研究，其最
根本的关键和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和说真话。这
除了研究者本人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外，还需要

一个能说真话的社会舆论环境。马克思说: “说
真话”是 “人人应尽的义务”③。无疑，研究者
们应认真而切实地贯彻执行马克思的这个教导，

使之真正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。
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推动 “文化大革命”史

的两种研究，使其比翼双飞!

( 本文作者 求是杂志社老干办 北京
100727)

( 责任编辑 王志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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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参见启之: 《关于“文革”研究的新思路———金大陆
教授访谈录》，《记忆》2012 年第 79 期。
参见关于《金大陆教授访谈录》的编者按，《记忆》
2012 年第 79 期。
参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，
1956 年，第 138 页。


